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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与阶级之间:中共早期的“国耻”论述
———以《向导》周报为中心

□ 李里峰

摘 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向导》周报为主要阵地，对《辛丑条约》、“二十一条”、“五卅”惨案等国耻事件进行
了系统报道、广泛宣传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革命勾勒出一个敌人与朋友的谱系。在国民革命兴起和展开
的过程中，中共“国耻”论述呈现出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既相互交融、又此消彼长的特征。通过纪念国耻、剖析国耻到洗
雪国耻的逻辑链条，中共成功地将阶级斗争融入民族解放的叙述框架，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思潮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国耻”;中国共产党;《向导》;民族;阶级
中图分类号:D092.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 2018) 03－0098－13

一、引 言

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建构，是近代以来各国政治变迁的基本线索之一。在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看来，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乃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尤其
有赖于“印刷资本主义”所激发的国族想象。①这种想象共同体的形成，既要通过“被发明的传统”投射
到渺远的过去，②又与当下情境中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进而形成一种“反思性的自我”密不可分。③中国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在西方强国的坚船利炮之下被动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因而，在建构自己历史记
忆的同时，还须直面列强侵略所带来的集体创伤和认同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
建构，始终是和“国耻”( national humiliation) 意识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它既是民族主义思潮的催化剂，也
是其重要表征之一。
学者们已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历史想象和记忆重构，来为国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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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套坚实的“历史基础”的。其中，沈松侨藉由“黄帝”神话在晚清知识界的广泛流传及其与传统
黄帝传说的断裂，考察了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历史过程及其蕴涵的矛盾与冲突。① 他还通过晚清知识
分子对中国“民族英雄”系谱的建构，讨论了历史书写与国族想象之关系。② 杨瑞松探讨了“四万万人”
如何在近代中国从一个人口数字，配合所谓“同胞”的血缘亲属想象符号，型塑出具有高度同质性意涵
的国族认同。③ 和这些正面考察国族建构的学者不同，费约翰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唤醒政治”
的隐喻在帝制中国和欧洲启蒙思想中的根源，及其在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建构中的流变。④瓦格纳进一
步深化这一主题，生动地描述了近代中国大众传媒中以文字和图像出现的“身体”隐喻，是如何激发国
人的危机意识和国族认同的。⑤

这些研究都多少涉及外国侵略、国耻意识与近代中国国族建构之关系，但因研究旨趣和视角有别，
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叙述与纪念国耻，并藉此进行革命宣传与动员，学界尚缺乏深入的探究。本文以
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报为中心，对此问题略作探讨。《向导》1922 年 9 月创办于上海，先后
由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担任主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始终给予大力支持，并长期为其撰稿。
因遭当局查禁，报社随中央机关一度迁往北京、广州，1926 年底迁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1927 年，
“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先后发生，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向导》于 7 月 18 日被迫停刊。5 年间，共计
出版 201期。周报创刊时的印数不足 3千份，1925 年初中共“四大”时增至 7000 余份，到 1927 年中共
“五大”时已达 5万份，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⑥ 透过《向导》中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到刚刚登
上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借助纪念国耻、剖析国耻到洗雪国耻的逻辑链条，成功地将阶级斗争融
入民族解放的叙述框架，进而实现革命动员之目标。

二、国耻之纪念:从“九七”到“五卅”

近代中国领土主权被破坏，始于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但直到 1895 年甲午战争败于“蕞尔小
国”日本、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国耻”意识始在朝野上下广泛蔓延。1897年，清宗室寿富与康有为等
人在北京发起“知耻学会”，梁启超为其撰《知耻学会叙》，称外患日亟，贵在知耻，而中国相较于日本，
知耻者尚少，故“奋然耻之，特标此义，立会以号召天下”。⑦ 寿富所撰《后叙》，历数鸦片战争以至甲午
战争，列强环伺，蚕食鲸吞，中国丧师失地之奇耻大辱，声言国人不可不知耻，知耻“莫如为学，学则智，
智则强，强则大国亲我，小国畏我; 不学则愚，愚则弱，弱则大国鄙我，小国犯我”。⑧

与此同时，种种“国耻”言说开始在报刊上出现和流行。1898 年，《蜀学报》刊载《明国耻以激公愤
议》一文，开篇即用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意向，表达了对国势危亡的极度焦虑: “呜呼! 戎祸亟矣，大局裂
矣! 抵我之瑕，剔我之隙，饵我之馁，蹴我之躄，而钤挟我，而缚縶我，而剜臠我，迨其卒也，则将波兰、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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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我。”①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发表的政治漫画《时局全图》，则以最直观醒目的方式，将中国面临瓜分
豆剖的严重危机呈现在国人面前，进一步推动了国耻意识之发展与传播。②

辛亥革命终结帝制，造就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然而在北京政府统治下，中国的主权状况并未好
转，反而更见沉沦，一次次外交失败和屠杀事件不断刺激着中国人敏感的神经。1915 年 5 月 7 日，日本
政府提出严重破坏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要求，两天后，中国总统袁世凯被迫表示接受。消息传出，立
刻被国人视为奇耻大辱，“五七”“五九”两个日期被称作“国耻日”广为纪念。青年毛泽东深受刺激，于
当年夏天写下十六字以明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③事件发生不久，各种以国
耻为题的小册子开始出现。以“知耻社”名义编印的《国耻》上下册，介绍了国耻的起源、“五九”之后全
国各地之舆论、政府所持态度与各省官厅之举止、日本对此事之论调、世界各国之公论等。④又有孙鑫源
所撰《国耻鉴》，对割地、国疆被侵、领事裁判权、利权丧失、租借地、划定势力范围及利益均沾等各种耻
辱，一一加以讨论。⑤此后，种种以“国耻”为题材的著作、地图等出版物不绝如缕。⑥将发生丧权辱国事
件的特定日期称作“国耻日”自此成为一种惯例，每逢其时，社会各界都会以通电、撰文、集会、游行等方
式进行纪念。据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全年“国耻纪念日”已达 26个之多。⑦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同时也担负“批评传播国内外时
事”之责，其政治宣传总是融于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之中。除篇幅较长的评论文章外，《向导》还先后开
设“时事短评”“中国一周”“世界一周”“各地通信”“寸铁”等栏目，随时报道国内、国际大事。从其主
题和观点来看，《向导》的报道、评论、宣传几乎总是或显或隐地以“国耻”意识为底色。该报对鸦片战
争以来的历次军事与外交失败，均有较详细和深入的论述，尤其关注 1900 年的八国联军之役及次年
《辛丑条约》的签订、1915年的“二十一条”事件和 1925年的“五卅”事件，相应的“国耻日”( 9 月 7 日、5
月 7日或 9日、5月 30日) ，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共革命宣传的重要契机。
义和团事件是一次中外瞩目的排外运动，却导致大英帝国、美利坚、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日本、

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八国对中国的联合侵略。1901年 9月 7日，战败的中国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近代
中国丧权辱国的历程至此臻于顶点，条约签订之日，遂被国人视为重要的国耻象征加以纪念。

1924年，《向导》周报于《辛丑条约》签订 23周年前夕出版“九七特刊”，发表陈独秀等人的纪念文
章，高度评价义和团运动，称之为中国“民族革命史”或“民族运动史”的悲壮序幕。文中，陈独秀极力
驳斥所谓“排外论”，指出义和团的批评者只看到其“野蛮排外”，却看不到排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鸦
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⑧彭述之对义和团发生和失败的原
因进行反思，指出义和团之发生乃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必然结果，而义和团之失败，是由于他们不知
道革命的组织和策略，并被反动阶级所利用。⑨蔡和森称颂义和团的“排外精神”恰恰是“中国国民革命
史上悲壮淋漓可歌可泣的遗产”，指出义和团因为没有近代化而失败，辛亥革命则因为“效颦近代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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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化”而失败; 只有将反帝国主义的政纲与义和团的排外精神结合起来，国民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①

1925年 9月，《向导》再次推出“九七特刊”，瞿秋白撰写长文《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
以阶级分析方法对义和团运动的意义和缺陷进行反思，并指出五卅运动既是义和团反抗侵略运动的继
续，又在无产阶级的指导、阶级斗争的意识、世界革命的前途等方面超越了义和团运动。②

1915年的“二十一条”事件，是促使“国耻”意识在中国广为传播的关键导因。每年 5 月 7 日或 9
日，《申报》《益世报》等报刊都会刊发大幅政治广告，登载事件经过及二十一条内容，报道各界人士的
纪念活动等，以唤起民众的国耻记忆。③

1924年，北洋政府通令全国严禁人民于 5 月 7 日、5 月 9 日开会纪念国耻，《向导》立刻予以抨击，
称之为“军阀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又一证据”。④ 5月 7日，《向导》发表《国耻纪念日檄告全国同胞》，历
数近年来日、英等国在华掠夺利权、打杀民众之恶性事件，发出“我们抬起头来罢! 或者是死!”的呐
喊。⑤ 1925年“二十一条”事件十周年之际，《向导》刊文介绍“五七”国耻之由来，描述日本帝国主义如
何从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步步加深对中国之侵略，呼吁民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
亲日的北洋政府。⑥ 5月 7日，北京数千名学生纪念“五七”国耻受阻，愤而围攻冲击教育总长章士钊住
宅。《向导》随即发文介绍事件经过，称此次为纪念“五七”国耻而起的怒潮为“反帝国主义的觉醒”和
“攻击卖国的安福系之群众运动”，号召民众联合起来，奋起抗争。⑦

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将近代中国的国耻纪念和反帝宣传推向了高峰。5 月 15 日，中国工人
顾正红被日本职员枪杀，上海工人愤而罢工。中共中央反应迅速，于次日发布紧急通告，要求各地党组
织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等社会团体，以各种形式援助上海罢工斗争。⑧ 17日，《向导》刊文报道枪杀事
件，呼吁民众“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亲日派政府”。⑨ 19日，中共中央再发通告，号召发起一
场“反对日本的大运动”。瑏瑠 28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并发动群众在上海租界举
行反帝示威。在 30日的反帝游行和演讲中，学生与租界工部局巡捕发生冲突，英国巡捕开枪射击，打
死十余人，打伤数十人，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北洋时期，列强在中国制造的屠杀事件时有发生，但从政治影响和历史意义来看，其他事件都无法

跟“五卅惨案”同日而语。事件发生后，中共在《向导》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开篇即触目惊心地写道:
“血肉横飞的上海，现在已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屠场了!”随即指出，惨案是日本、英国帝国主义对中国
工人阶级和民族运动的“铁血镇压”所造成的，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
残暴的大屠杀”。瑏瑡同时刊登郑超麟的文章，详细介绍从 5月 30日到 6月 4日上海屠杀及民众抗争之经
过。瑏瑢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各期周报都有对屠杀及抗争情形的跟踪报道和详细评论。其要点包括: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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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向导》第 128期，1925年 9月 7日，第 1167－72页。
参见彭南生:《屈辱的记忆: 以“廿一条”国耻纪念为讨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 5期，第 208－15页。
独秀:《军阀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又一证据》，《向导》第 67期，1924年 5月 28日，第 538页。
《向导》第 64期，1924年 5月 7日，第 509－510页。
双林:《五七国耻与日本帝国主义》，《向导》第 114期，1925年 5月 10日，第 1051－52页。
和森:《五七纪念北京学生奋斗的意义》，《向导》第 115期，1925年 5月 17日，第 1059－60 页; 罗敬:《北京五七

怒潮的经过》，《向导》第 116期，1925年 5月 24日，第 1071－72页。
《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1925年 5月 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15－416页。
超麟:《上海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向导》第 115期，1925年 5月 17日，第 1060页。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1925年 5月 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17－418页。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向导》第 117期，1925年 6月 6日，第 1075页。
超麟:《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之经过》，《向导》第 117期，1925年 6月 6日，第 1082－84页。



卅”屠杀是帝国主义国家压迫弱小民族的必然结果，也是鸦片战争和庚子之役以来列强奴役、屠杀中国
人民的继续;“五卅”运动也是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以来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不断强化的必然结果;
“五卅”事件是一次政治事件而不是法律事件，中国人民的抗争不能满足于惩罚凶手或补偿受害者，相
反，这场运动应该以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为目标。①

事实上，从此时开始直到两年后停刊，几乎每一期《向导》都有关于“五卅”事件直接或间接的评
论，“五卅”已成为贯彻国民革命始终的一个象征符号。1926 年“五卅”周年、1927 年“五卅”两周年之
际，《向导》都推出纪念特刊，回顾事件经过并号召国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而抗争。②

“五卅”惨案本是在纪念“五七”国耻的背景下发生的，两大国耻交叠累积，激发了前所未有的反帝
国主义热潮。中国共产党利用“五卅”事件所激起的民族义愤，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帝运动，
又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下，成功塑造了自己作为民族主义旗手的形象。所以不难想象，中共领导
人对这场运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促使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迅速扩大、各阶级的反帝联合战线迅
速巩固，造成了“一个空前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但普遍全国，而且是自觉的和有组织的运动”，③标志着
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期———国民革命———的开端。④

“九七”“五七”/“五九”“五卅”纪念之外，《向导》周刊还不定期开设“外患日志”专栏，介绍近期列
强侵凌、侮辱中国之事件。⑤每有列强屠杀中国民众等情形发生，周刊也都会在第一时间加以报道，并以
“国耻”之名号召民众奋起抗争。1926年 9月 5日，英国军舰在四川万县江岸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炮
轰县城人口稠密地区，致使中国军民死伤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⑥惨案发生后，中共
迅速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成立“万县九五惨案后援会”，组织大规模的抗英示威游行。同时在《向导》
发表《告民众书》，严厉谴责北伐以来英军的多次暴力挑衅，号召民众动员起来“形成第二个更广大的反
英的五卅运动”，这样“才能免除英国帝国主义强盗之第二第三次的大屠杀”。⑦

1926年，瞿秋白撰文回顾过去十年间的中国革命运动史，发现五月是国耻和革命纪念日最集中的月
份，称之为“革命的五月”:“五一”是“国际总同盟罢工以检阅世界无产阶级军力而( 向) 世界资产阶级示
威”的纪念日，“五四”是“中国革命的学生运动发难的纪念日”，“五五”是马克思的诞辰纪念日，“五七”和
“五九”是日本将“二十一条”强加于中国的国耻纪念日，“五卅”则是列强暴行促成“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
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纪念日。⑧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国耻话语对于革命动员的重要意义。

三、国耻之根源:“敌”与“友”的谱系

甲午战争和“二十一条”事件后，中国朝野的国耻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已经逐渐高涨。不过中共建
党之初，并未提出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共一大通过的政治纲领称，“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
革命”，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并最终“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而没有提及收回主
权、民族独立之类的主张。⑨但是没过多久，党的领导人开始意识到民族主义对于民众动员的重要性。
1922年 6月，中共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把国内“封建式的军阀势力”作为主要讨伐对象，但论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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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向导》第 120期，1925年 7月 2日，第 1104－5页。
例如，见《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向导》第 155期，第 1488－89 页; 秋白:《五卅二周纪念与国民革命联合

战线》，《向导》第 196期，第 2135－39页。
心诚:《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向导》第 127期，1925年 8月 31日，第 1172页。
秋白:《五卅后凡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向导》第 125期，1925年 8月 18日，第 1146－47页。
例如该刊第 64、68、72、79等期，都设有此栏目。
记者:《惨无人道之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向导》第 173、174期合刊，第 17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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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向导》第 151期，第 1426－28页。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版，第 3页。



出发点已经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①随后中共二大通过的大会宣言，明确将“打倒军
阀”以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实现民族独立，列为最重要的两项奋斗目标。②一
年后召开中共三大，再次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口号。③自此，帝国主义和军阀作为中国
革命主要敌人的形象被日益牢固地树立起来。不仅如此，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性甚至逐渐超过了反对
军阀。1923年 11月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以“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为依据指出:“反
帝国主义的运动，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比反军阀运动更为切要，在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有冲突时，吾人得
助军阀以抗外人，断不可借外力以压倒军阀。”④

《向导》创刊于 1922年 9月，时距中共二大召开不过两月。创刊号“本报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当
前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乃是“统一与和平”，然而内有军阀割据混战，外有帝国主义压迫，致使“中
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唯有“打倒军阀”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方有望实现统一与和平。⑤在每周一
期的世界大势之观察、时政要闻之评论中，《向导》为中国革命勾勒出一个清晰的敌人与朋友的谱系，揭
示出国耻的根源之所在，进而为洗雪国耻指明了方向。
从“九七”“五七”到“五卅”，历次国耻无不来源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和屠杀，这些国家

无疑是中国民族解放的障碍和国民革命的敌人。敌国的名单和等级，既与它们对中国主权的破坏程度
直接相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共在阶级框架中对国际秩序的想象。
考察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国主义宣传，一般都把英、日、美、法等国视为中国革命主要的外部敌人，

尤其把英国和日本当作“头号敌人”，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中国主权破坏尤甚，对国人情感的刺激也最为
强烈。据 1929年出版的《社会科学辞典》，在被国人纪念的 26 个“国耻日”中，有 15 个与英国有关，7
个与日本有关。⑥对中国人“国耻”意识之形成和传播至关重要的两大标志性事件———“二十一条”事件
和“五卅”惨案，也正是由日、英两国一手造成的。美国和法国也是欺压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
法国还因压迫国内的工人罢工而被称作“反革命的国家”，⑦但美、法两国很少直接制造屠杀事件而激
起国人义愤，所以通常被视为次要的敌对国家。
日本是中国近邻，对中国侵略之深、危害之巨在其他各国之上，也是“二十一条”事件的始作俑者。

《向导》刊文指出，作为亚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带着凶暴的形态而以军
阀主义为后盾”，因为它刚刚发生便遇到了欧美列强经济势力的竞争，加之国土很小，资源匮乏，便不得
不向外侵略，其矛头所指首先就是中国。⑧中国是“日本货物的惟一销场，煤铁的来源地，战时的后路粮
台”，停止侵略中国无异于“宣告日本资本主义的死刑”，所以它对中国“非继续侵略不可”。⑨英国是资
历最老的帝国主义国家，隐然为列强之首，侵略中国的历史最久，也是“五卅”屠杀事件的罪魁祸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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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 6月 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
版，第 33－46页。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 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15页。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69页。

《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1923年 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00页。

《本报宣言》，《向导》第 1期，1922年 9月。
《社会科学辞典》，世界出版书局 1929年版，第 497－498页。
《法国底政治经济状况》，《向导》第 65期，1924年 5月 14日，第 523页。
双林:《五七国耻与日本帝国主义》，《向导》第 114期，1925年 5月 10日，第 1051页。
国焘:《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向导》第 6期，1923年 10月 18日，第 48页。



陈独秀称为“始终压迫中国的死敌”。①美国在欧战后渐成世界经济的霸主，要寻找商品销售场所和资
本经营地，但是殖民地早已被英、日、法等国瓜分，只剩下中国是“可以供他们自由发展和自由争夺的地
盘”，所以美国“非出全力争得中国市场不可”。②法国曾多次和英国一道侵略中国，20 年代又在金佛朗
案( 要求中国以金佛朗偿付对法庚子赔款) 、拒绝如期归还胶州湾、拒绝召开关税会议和提高关税、干涉
中俄交涉等问题上损害了中国权益。③

这些国家屡屡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主权，是中国国耻的直接根源，也是民族解放必须要打倒的
外部敌人。1924年“五七”国耻九周年之际，《向导》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所声讨的对象首推日本，其次
为英、美、法三国。文中称，自华盛顿会议以来，已由日本“单独压迫我们”变成了四国“公同压迫我们的
新局面”。④“五卅”事件发生后，陈独秀称英国为“帝国主义之王”，日本追随英国以“获得在华和英国不
甚冲突的利益”，英日帝国主义者乃是中国国民运动“眼前的死敌”。美国虽不完全赞成英国的政策，但
为了维持帝国主义在华的整体利益及实施门户开放政策，也“终须与列强取一致行动”。⑤

相比之下，德国、奥地利、俄国等虽也曾是帝国主义国家，参与了八国联军之役，对“九七”国耻负有
直接责任，但它们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协约国打败，变成了“非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之策略也已变
为“和平通商”，跟“剥削践踏”中国人的英美法日等国完全不同。因此，中国不应该再视它们为敌人。⑥
《向导》创办不久，蔡和森对国际局势提出了自己的观察。他认为，中国和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一
样，长期“陷于帝国主义四面掠夺宰割的重围中”，但是 1914 年爆发的世界大战使国际情形发生了“绝
大变化”，“帝国主义的俄罗斯变成为根本取消掠夺制度的工农共和国，帝国主义的德意志变成为协约
国的被征服者”，使被压迫民族有了“超脱帝国主义的圈套，而联合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大民族以图独立
自决之可能”。对中国来说，就是要“一致拥护中德俄联盟政策，脱离英美法日的羁勒”。⑦在这里，昔日
的敌人德意志和俄罗斯，已被归入“非帝国主义”甚至“反帝国主义”的阵营，成了中国革命可能的朋
友。《向导》上的国际时事评论，往往对一战中的战败国持同情态度，认为它们和中国一样遭到英、美、
法等国的蹂躏，⑧甚至对“法国帝国主义进行分裂德意志的阴谋”加以谴责。⑨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苏俄是将
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付诸实践的成功先驱，是自己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持者。十月革命
爆发不久，苏维埃政府即宣布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之特权，并在一系列秘密磋商之后，于 1924 年 5
月 31日正式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及相关外交文书。苏俄政府主动放弃旧俄在华特权、废除中俄
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这在中外交涉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与列强顽固维持对华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态
度，形成鲜明反差。瑏瑠不难想见，这一举动会对中国人的世界想象和民族情感产生多么强烈的冲击。
中国共产党从其成立之日起，就把苏俄视为中国革命最真实、最强大的朋友。中共二大称，苏维埃

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
和农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并号召中国工人和被压迫群众“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

401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3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独秀:《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向导》第 117期，1925年 6月 6日，第 1077页。
国焘:《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向导》第 6期，1923年 10月 18日，第 47页。
仁静:《法国之新政局与对华外交》，《向导》第 69期，1924年 6月 11日，第 550－51页。
《国耻纪念日檄告全国同胞》，《向导》第 64期，1924年 5月 7日，第 509页。
独秀:《此次运动中之帝国主义与军阀》，《向导》第 124期，1925年 8月 15日，第 1135－36页。
独秀:《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向导》第 117期，1925年 6月 6日，第 1078页。
和森:《中德俄三国联盟与国际帝国主义及陈炯明之反动》，《向导》第 4期，1923年 10月 4日，第 25－26页。
和森:《赔偿问题与帝国主义》，《向导》第 18期，1923年 1月 31日，第 144－145页。
和森:《德国的分立运动》，《向导》第 44期，1923年 10月 27日，第 340页。
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 1924－1927)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41页。



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和“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先锋”。①《向导》刊载的评论文章，总是把苏俄与昔
日侵略中国的旧俄区别开来，强调苏俄对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扶持、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②陈
独秀写道:“列宁的十月革命，却实实在在以无产阶级的国内革命，打倒了俄皇的和克伦斯基的军国主
义帝国主义政府，实现了芬兰波兰及其他国内少数民族之民族自决———独立或自治。”在他看来，俄国
革命正是国内阶级革命与世界民族解放良性结合的典范，也是中国革命必须效法的榜样。③

至于土耳其、印度、朝鲜等“东方弱小民族”，和中国一样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中国理当与
之同仇敌忾，为实现民族独立而共同战斗。一篇文章在分析世界革命形势时，便列举“业已发生激急的
革命独立运动”的“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包括爱尔兰、土耳其、印度、波斯、埃及、菲律宾、朝鲜、安南
等。④

值得注意的是，最为中共领导人津津乐道并引为同道的国家，是在一战失败和帝国瓦解后取得革

命成功而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在 1922年击败英国和希腊军队，恢复了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
同时也废除延续数百年的苏丹制，成立了共和国。《向导》高度称赞这一成就，称土耳其的胜利“不是回
教徒打败基督教徒的胜利，也不是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胜利，更不是亚洲人打败欧洲人的胜利”，而是
“被压迫的土耳其民族反抗欧洲帝国主义宰割的胜利”。⑤在分析国内政局时，也时常以土耳其为参照
和榜样，期待中国国民党能像土耳其国民党一样真正代表国民的利益而奋斗，中国革命家能像基玛尔
( Mustafa Kemal Atatürk) 一样率领国人取得革命的胜利。⑥在号召国人反抗外国侵略、打倒北洋军阀时，
仍以土耳其为例证:“土耳其国民党若不先反抗英国与希腊的侵略，怎能推翻君士坦丁政府( 如中国北
京政府) ，怎能管理土耳其?”⑦《向导》也时常关注印度、蒙古、朝鲜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多次发表评论
或译文介绍相关情形，并讨论其经验与教训对于中国革命的启示。⑧

国际层面的敌友关系，又与国内的政治局势和阶级结构一一对应。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
之所以能在中国肆意侵略、掠夺甚至屠杀，是因为国内的北洋军阀对他们俯首听命。陈独秀把国耻区
分为外部之耻与内部之耻，“欧美日本人杀伤华人侮辱华人”固然是国耻，北洋政府“懦弱昏聩”更是
“中国民族的奇耻大辱”。在他看来，“无耻下流媚外”才是真正的国耻，“比别的一切国耻都厉害”。⑨北
洋军阀既是“邪恶的专制余孽”，是中国政府之上的“超级政府”，又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奴仆”和“帮
凶”。瑏瑠因此，将“列强”与“军阀”并列为中国革命的两大敌人，成为国民革命中民众动员的基调。1924
年 6月，《向导》为纪念“六三”罢工而发表宣言，特意用大号字体标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瑏瑡欲
求得革命之成功、民族之解放，必须同时向外部的敌人和内部的敌人开战，“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
阀”乃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内、外敌人如此强大，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革命方有成功的希望，这就提出了建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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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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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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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1922 年 7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版，第 59－60页。
太雷:《列宁与义和团》，《向导》第 81期，1924年 9月 3日，第 654－655页。
独秀:《十月革命与东方》，《向导》第 178期，第 1849页。
和森:《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向导》第 3期，1922年 9月 27日，第 17－18页。
君宇:《土耳其国民军胜利的国际价值》，《向导》第 3期，第 22－23页。
春木:《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向导》第 29期，1923年 6月 13日，第 213页。
和森:《国民党应号召国民反对国民的侵略》，《向导》第 39期，1923年 9月 8日，第 293页。
如永钊译《一九二二印度国民运动的分析》，《向导》第 19 期，第 153－56 页; 登德布《蒙古及其解放运动》，《向

导》第 5期，1922年 10月 11日，第 43－44页。
独秀:《华洋人血肉价值的贵贱》，《向导》第 25期，1923年 5月 16日，第 182页。
独秀:《怎么打倒军阀》，《向导》第 21期，1923年 4月 18日，1923年 5月 16日，第 152页。
《“六三”纪念与最近军阀列强之联合进攻》，《向导》第 68期，1924年 6月 4日，第 541页。



“联合战线”的要求。根据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分析，工人阶级处于最受压迫的地位，“除了锁链之外一无
所有”，又有一定的组织力量和理论指导，是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先锋队。“五卅”事件发生后，广大农
民、学生、商人、士兵等，也在列强侵略所造成的利益损失和国耻意识之下成为“革命群众”，加入到反对
帝国主义的行列。①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一样受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可是生性软弱，容易动摇。
陈独秀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军阀和帝国主义妨碍了工商
业的发展而赞成革命; 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依靠列强和军阀的恩惠而获得了畸形的商业资本，

自然要依附于后者而反对革命; 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经营的工商业规模极小，因而没有政治上
的需要，对于民主革命采取消极中立的态度。②

毛泽东于 1925年底撰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对各阶级与革命之关系做了最经典的论
断: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派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

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
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作我们的敌人———
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
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③

这样，中国共产党将阶级分析与国际时事观察相结合，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确立了一个层次分
明的朋友与敌人的谱系，对国耻何以发生提供了合情合理的解释，进而为如何洗雪国耻提供了顺理成
章的方案。

四、国耻之洗雪: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

《礼记》云:“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国耻意识和国耻话语的兴起与传播，往往是近代民族
主义的先声，当民族耻辱感与尊严感升华为洗雪屈辱的决心，就会成为民众动员的有力工具。20 世纪
初叶，洗雪国耻、振兴中华的民族主义观念逐渐在国人心中形成。1902 年，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
中就曾这样写道:“自古道，物耻可以振之，国耻可以雪之，若使我国自今以后，上下一心，发愤为强，则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呢?”④1905年，《东方杂志》又云:“甲午以后，欲雪割地赔款之耻，于时人人言自强;
庚子以后，欲弥赔款失权之憾，于时人人言自立。”⑤

进入 2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以及国民革命的兴起，革命精英逐步认
识到民族屈辱的根源所在，进而提出，洗雪国耻之道无他，唯有发动国民革命，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本
国军阀，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团结、强大的现代国家。
从唤醒国耻、纪念国耻走向洗雪国耻的逻辑和决心，在《向导》周报的宣传和评论中表露无遗。

1924年 5月，一篇纪念“五九”国耻的文章指出，纪念不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耻辱，而是为了“终想雪
耻”，5月 9日这一特定日期“已不是纪念着民国四年的国耻，而是中华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列强的一种
定期警告，同时也是鼓励国人前进的日子”。⑥ 同年的“九七特刊”强调，“国耻之日”也正是“全国反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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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向导》第 125期，1925年 8月 18日，第 1145－48页。
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 22期，1923年 4月 25日，第 162－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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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丛报》第一号，1902年 2月 8日，第 106页。
《自存篇》，《东方杂志》第 2卷第 5期，第 100页。
正厂:《我们底出路》，《向导》第 65期，1923年 5月 16日，第 519页。



国主义潮流最高之时”，国人当“激励奋起，以涤此奇耻大辱”。① 甲午战后以“知耻”为名的社团，此时
已经变成了形形色色的“雪耻会”。《向导》周刊即曾提到“日人惨杀同胞雪耻会”“青沪惨案湖南雪耻
会”“万县英轮惨毙同胞雪耻会”等名目。② 据称，在“五卅”事件发生之后，“后援会、雪耻会等组织遍于
全中国南北各地”。③ 1926年万县惨案发生，《向导》刊发各地通电，亦以“抵死力争，戢彼凶焰，伸我国
权，雪此奇耻大辱”为旨归。④

陈独秀于“五卅”周年纪念之际发表的一篇短文，将纪念与动员、国耻与雪耻之间的关系讲得最为
透彻:

我们不但要纪念敌人的屠杀，并且要纪念我们的反抗;不但要纪念我们的反抗，并且要继

续我们的反抗;不但要有五卅纪念，并且要求五卅纪念运动。若只是有纪念而无运动，即纪念
十年乃至百年千年，我们的纪念尽管纪念，他们的屠杀侵略高压仍是屠杀侵略高压，这样滑稽

的纪念，只是增加五卅运动中已死者的悲伤与未死者的耻辱! ⑤

总之，要通过国人的努力奋斗，把国耻纪念日“变成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纪念日”。⑥ 事实确实如
此，每一次国耻纪念都不仅是对国耻本身的纪念，而总会形成唤醒民众奋起抗争的运动，“惨案”“国
耻”等名词，总是和“反抗”“革命”“打倒”“推翻”等动词联系在一起，最终指向的目标始终是耻辱之洗
雪、民族之独立。
为雪耻而抗争，是整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基本逻辑，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怎样

才能取得革命成功、赢得民族独立，两党的方案又有实质性差异。国民党奉行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
的“三民主义”理论，其所谓“民”者，都是指全体国民而言，除了国民革命要打倒的北洋军阀之外，各色
人等皆在国民之列。而北洋军阀之所以被列为革命的敌人，也主要是因为他们是外国帝国主义在华利
益的代理人。相比之下，中共国耻叙述的独特性在于深深地打上了阶级分析的烙印，外部敌人与内部
敌人、国家之耻与阶级之耻、打倒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都是在“民族”与“阶级”的双重话语框架中被
整合起来的。北洋军阀成为革命的内部敌人，既因为他们为帝国主义帮凶，也因其代表了国内反动阶
级的利益。因此，国民革命不仅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也不仅是打倒北洋军阀的民主革命( 政治
革命) ，而且是底层工农民众打倒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革命。
《向导》创刊三周年之际，陈独秀撰文回顾，提到中共革命口号从“民主革命”到“国民革命”的转
变。他说道，中共最初采用“民主革命”的口号，乃是继承了辛亥革命的观念，强调用民主革命去推翻北
洋军阀的专制统治; 但是这一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
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向导》第二期《造国论》一文中，改用“国民革命”一词取
而代之，后来被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⑦

其实，国民革命的概念并非中共所发明，至迟在 20 世纪初已见于中国报刊。1903 年出版的《国民
日日报汇编》提到，“俄国之专制实足为其国民革命之原动力”。⑧ 1913年《民德报》在巴黎创刊，汪精卫
在发刊词中写道:“是故言民族革命者，以种族之幸福不均，而欲均之也; 言国民革命者，以贵贱贫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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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不均，而欲均之也。”①1916年，有人将革命分为武力革命与平和革命、对外革命与对内革命、朝代
革命与国民革命等不同类型。② 但是这些地方所讲的国民革命，都是指本国民众为了经济权利和政治
平等而斗争，属于“对内革命”。把国民革命与弱小民族争取独立解放联系起来，确系国共两党所为。
而将其阐释为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阶级革命于一体的复合性概念，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
中共阶级话语对国耻叙述和民族主义叙述的楔入，在国际、国内层面都有显著体现。一方面，不同

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可以视为国际层面的阶级斗争。近代中国国耻的根源当然在于帝国主义列
强的侵略与压迫，但列强与弱小民族之关系并非纯粹的国际关系，而毋宁是阶级关系在国际上的反映。
从世界范围来看，列强是资产阶级国家，苏俄和中国则是无产阶级国家，因此，国家之耻也是阶级之耻，

反帝斗争也是阶级斗争。这样一来，中国革命就不仅是为了中华民族之解放，而且具有世界革命的意
义，“中国无产阶级将站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面而为帝国主义主要挖坟者”。③

另一方面，在国内革命运动中，民族斗争亦与阶级斗争密切交织、不可分割。阶级斗争不仅是本国
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反抗外部敌人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国民革命的直接对象固然是国内的军阀统
治，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推翻列强压迫、求得民族解放。陈独秀指出，“国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是两个意义
相类的名词，所以反抗国外帝国主义之压迫是国民革命运动之中心工作”。④ 在国民革命中，“反帝国
主义运动是我们最初步的而且是根本的办法，其余都是治标的罢了”。⑤ 但与此同时，又不能因排外而
忽略了内部的敌人。瞿秋白曾将阶级斗争区分为“对内的”和“对外的”两种，前者是平民阶级反抗满
清贵族的斗争，后者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他看来，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
们“被狭义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所蒙蔽”，缺乏明确的阶级意识，从而被本国的贵族阶级所利用。⑥

根据中共的阶级理论，不同阶级在反抗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无产阶级、半无
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北洋军阀，分别是“反抗帝国主义的领导
力量”“民族利益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因此，要实现国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目标，也必须
借助阶级革命的途径。
《向导》周报刊行期间，恰好经历了国民革命从兴起到发展、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决裂的全过程。该
报 5年间刊载的时事评论和政治宣传，清晰地展现了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的此消彼长。随着国共关系
日益恶化，中共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性，其国耻叙述的焦点也从民族解放之中介，

逐渐演变为阶级革命之手段。
1922年 9月《向导》创刊之际，中共对国民党评价极高。陈独秀在一篇题为《国民党是什么》的文

章中断言，“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 因为他的党纲所
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其党员主要由知识者( 代表资产阶级) 和工人
( 无产阶级) 组成，二者都是国民革命的支持力量。作者并坦承，“国内产业发达的程度，尚未到阶级反
抗显然分裂的时期，因此代表一阶级的政党自然不易发达”。⑦ 他强调军阀政治之存在是因为“民主革
命的势力未曾集中”，号召一切革命分子“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 为) 一个强有力的
革命党”。⑧ 各阶级“眼前的社会利益”，则应该“继续服从更长远的民族利益”。⑨ 反过来，也呼吁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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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向导》第 128期，1925年 9月 7日，第 1168页。
只眼:《国民党是什么》，《向导》第 2期，1922年 9月 20日，第 16页。
独秀:《怎么打倒军阀》，《向导》第 21期，1923年 4月 18日，第 152页。
独秀:《国民党与安福交通》，《向导》第 25期，1923年 5月 16日，第 182页。



党“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① 即便对国民党偶有批
评，也不过是“没有和国民接近”“没有尽一点鼓起国民精神的责任”之类。② 到 1924 年夏，仍盛赞国民
党“为民族民权民生奋斗”，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军阀“始终不能妥协的唯一敌人”。③

但是从 1925年初开始，尤其是在孙中山去世后，国共两党关系日益紧张，中共领导人开始公开谈
论国民革命中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国民党在《向导》周报中的形象日益负面化，最终被归入革命敌
人的行列。

1925年夏秋之际，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与中共领袖陈独秀之间发生了一场公开争论。戴季陶在题为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中，围绕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和方向问题，对陈独秀的阶级斗争观念
展开猛烈攻击。作为回应，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一封针锋相对的公开信。信中称，戴季陶等人“排
除共产派”的根本错误在于“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
杀了阶级的利益，而且会使民族争斗遭受极大的损失。信中以广东商团叛乱、“五卅”运动、沙面惨案等
事件为例，指出工农群众是国民革命的支持力量，而大商人、大地主阶级则是革命的破坏力量，“这些事
实已明白告诉我们: 在民族争斗中实有阶级争斗之必要”。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掌握
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手，民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也就不会有欧美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
国民革命只能依靠工农群众，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益而从事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才能
得到发展。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的主要力量。④ 这封信对外
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之关系作了透彻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共工作重
心从民族革命走向阶级革命的一个转折点。

1926年相继发生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国民党右翼对共产党的猜疑和排挤越来越严重，两党关
系进一步恶化。《向导》一面为本党理念进行辩护，一面对国民党的排共举动进行谴责。陈独秀撰写的
《国民党右派大会》一文，不仅由中山舰事件声讨国民党的反共行径，而且从理论上批评国民党右派在
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上都背离了孙中山的初衷。⑤ 及至 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国共合作
破裂，国民党的形象进一步逆转。陈独秀明确宣称: “代表封建军阀及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
派，他们势不能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共产党) 长久合作。”⑥昔日“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此
时已堕落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走狗、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敌人，成了中国革命必须打倒的对象。

五、结语:从“国耻”到“唤醒”

1895年战败于日本，是中国近代政治变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战败和不平等条约的强力刺激，在
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认知和世界想象，将中国推向政治上的变革时代和思想上的转
型时代。⑦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正是在此急剧变革和转型的背景下，经由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的不断想象与建构而逐渐形成。一方面，在“身体”“医病”等隐喻象征和“强与弱”“睡与醒”等对比叙
述之下，近代知识分子构筑了一个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环境中苦苦挣扎的“病体中国”形象，以唤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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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危机意识; ①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中国传统历史书写的彻底改造，建立了一套以起源神话( 如黄帝)

和英雄谱系( 如岳飞) 为中心的国族主义化的“新史学”，以激发国人的国族认同。② 辉煌的过去与病弱
的现在形成巨大反差，这正是近代中国“国耻”论述的根源所在。
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从“二十一条”到“五卅”惨案，30 年间，国耻事件屡屡发生，国耻观

念也不断累积和扩散，为知识精英和革命政党进行民众动员提供了无穷的动力。进入 20 世纪 20 年
代，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党精
英都是浸润着浓厚“国耻”意识的民族主义者，因国耻事件而觉醒，以国耻论述为手段，又把洗雪国耻作
为孜孜以求的目标。
将国耻论述与国民革命连接起来的，是一种以“代表”和“唤醒”为特征的列宁式政治构想。国民

党和共产党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产物，在组织形态上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③ 两党都有一个特定的“主
义”作为指导思想，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无论孙中山对“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人群
的区分，④还是中共关于先锋队与人民群众之关系的论述，⑤都体现了精英应该且必须代表民众、唤醒民
众的政治理念。正是经由革命精英持之不懈的唤醒与动员，国耻意识、国耻纪念方一步步转化为以洗
雪国耻为目标的国民革命。
国、共两党皆以代表民众、唤醒民众为己任，其代表和唤醒的政治意涵却大不相同。国民党宣称自

己可以代表整个民族，其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民”，所指向的都是全体国民，而不是其中的
某一个阶级。在此意义上，的确可以恰当地把这个党称作“NationalistParty”( 民族党) 。中国共产党的
“代表政治”则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为基础，首先将自己定位为无产阶级利益“真正的”和“惟一的”
代表，又借助“联合战线”获得了“唤醒”其他民众的资格。在中共的阶级框架中，国民党失去了代表整
个民族的权利，成为易于动摇和妥协的资产阶级之代表，条件具备的时候，就会和它所代表的阶级一
道，堕落为人民的敌人、革命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将阶级斗争理论引入民族主义思想，使二者在 20 年代的国民革命中汇聚到了一起。

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格尔纳曾经这样嘲笑马克思主义者: 觉醒的消息本来是要递送给阶级的，却
被邮递员错误地交给了民族。⑥费约翰则指出，在中国，邮递员似乎把阶级觉醒的消息和民族觉醒的消
息送到了同一个地址。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中共为 19 世纪以来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大潮所谱写
的新篇章。

(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 责任编辑:张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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